
师乎? 生乎? 留学生教习
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

韩 策

摘 要: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年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汇聚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学生。他
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如此“升沉倒置”之
象，真切地映照出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时代变迁。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等原因，留学生
们切身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柢的进士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
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皆成教学中的挑战。留学生教习在进士馆的境遇折射出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时代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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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伊始，清政府厉行改科举、兴学堂、奖游学政策。在施行废八股，改试论、策、经义的科举
考试新章之后，清政府又令新进士授京职者入京师大学堂肄业，接受新式学堂的再教育。于是大学堂
专设进士馆，而该馆教习则主要是甫自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清承明制，素重科甲。往日金榜题
名，钦点翰林，举国瞩目; 而今自三鼎甲以下，庶常、主事、中书均须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①一时
舆论纷纷。更难为情的是，讲堂上的“老师”竟然是初出茅庐、资历甚浅的留学生。留学生教习章宗
祥后来忆及此事，直谓“时局变迁，诚有升沉倒置之象”。② 留学生上讲堂给进士传授“新知”，“俨然
为之师”，③真切地映照着科举渐衰，学堂、游学正兴的时代变迁。
既往的研究，已将进士馆的大致沿革勾勒出来了，④然而，进士馆中实际授课的教习群体的境况

却相当模糊。⑤ 值得注意的是，自恃有新知识的留学生，一回国就做了新科进士的“老师”，承担起帮助
科举精英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其心态之复杂，身份之特殊，处境之不易可想而知。事实上，面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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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67 页。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 24 册，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
社，2002 年，第 938 页。
《教习之资格》，《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四日，第一版。
参见佚名:《进士馆沿革略》，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 1 卷( 1898—1911)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3 年，第 158—159 页; 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编: 《百年法学: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 1904—
2004)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5—29 页。
周君闲依据奏章材料，简述了进士馆的设立目的、学习内容、考核奖励办法等，不过没有关于教习的信息。参见周
君闲:《晚清进士馆述略》，《文教资料》2007 年第 7 期。宋方青注意到了进士馆法政教育与日本因素的关系，并列
举了进士馆部分中外教习名单，但可能是笔误原因，竟将两名留日归国教习当作日本教习，且名字错误。“来进士
馆执教的日本教习有日本法学博士严谷孙藏、法学士彬容三郎、林菜、钱承姑，还有接受日本法政教育的留日法政
生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其中“彬容三郎”应为“杉荣三郎”，林菜应为“林棨”，“钱承姑”应为“钱承 ”，林棨、钱
承 均为留日归国教习。参见宋方青:《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厦门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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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精英，留学生教习一开始便遭遇到了身份和学识的双重质疑。本文将考察留学生教习群体在进士馆
的境遇，侧重于他们面对进士学员时，遭遇到的身份尴尬，以及在传授“新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

一、“升沉倒置”: 留日学生入教进士馆

光绪二十八年( 1902) 正月初六日，主持京师大学堂复建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先设师范馆和仕
学馆。其后，仕学馆聘请日人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为正、副教习。这年八月初七日，正在日本考察教
育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宴请二位教习，当时也在日考察教育的严修受邀作陪。严修在当天日记中
写道:“午刻至富士见轩，赴吴先生之招。客为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皆应京师大学堂
之聘欲为仕学院教习者。”①日本教习虽已聘就，但他们不能操汉语授课，尚须聘既通日语、又懂专业
的中国教习译授。因此，留日卒业生开始陆续入教京师大学堂。同时，数量有限的日本教习并不能包
揽所有“新学”课程，故而留学生教习担任翻译的同时，亦自讲课程。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正式开馆，仕学馆归并其内。至次年七月，该馆留学生教习“共有七

员”。② 其中资历最深的当属陆宗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留学日本的陆宗舆因学费告罄，③随赴日
谢罪使臣那桐归国; ④翌年，被张百熙聘为东文分教习，协助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授课。陆宗舆擅长
财政，曾编译《财政四纲》。⑤ 杉荣三郎在仕学馆“讲财政，陆译授之”。⑥

比陆宗舆稍晚入馆的是章宗祥。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汝纶访日时，章宗祥尚在留学，即与张
奎、吴振麟一同被管学大臣选作通译，随同考察。吴汝纶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多见章宗祥的踪
迹。⑦ 因此，当大学堂缺乏师资时，章宗祥自然成为被物色的对象。第二年八月初十日《大公报》报道
称:“日本留学生张〔章〕仲和君，到日本未久，即入法学教科肄业，颇有心得。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电
致驻日公使，聘其回华充当大学堂法律助教。张〔章〕初时尚不肯允，后又许以俟进士馆开时，派充该
馆法律学正教习，始云回华。闻已于日前抵京，不日入大学堂权助法律教务云。”⑧六天后，又有消息
传来:“法律堂助教范静生已经告退，刻由东洋聘得章君宗祥来堂，拟由下星期三上堂讲授。闻章君
乃乌程人，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卒业，政治法律夙最擅长，译有《国法学》。”⑨范静生即范源廉，此
前确在大学堂任教，后来“有事他往”。瑏瑠 章宗祥在日本已与陆宗舆熟识，抵京后次日即访陆氏，“由
陆介见管学大臣张冶秋，即任为教习”，入仕学馆，主讲刑法，并为岩谷孙藏译授民法。瑏瑡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开馆授课，岩谷孙藏、杉荣三郎、陆宗舆、章宗祥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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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隆、刘玉敏点注:《严修东游日记》，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3—54、55 页。日记整理者还细心地
作了人物注释，严修笔下“仕学院”应为“仕学馆”，亦经注出。唯张奎的注释，整理者“疑为”毕业于东京帝大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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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亨嘉:《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奏请留章宗祥等在馆授课片》(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81 页。
参见陆宗舆:《五十自述记》，北京日报承印，1925 年，第 2 页。
参见那桐:《那桐日记》上，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6 年，第 399 页。
参见陆宗舆:《五十自述记》，第 3 页。陆宗舆在日曾向那桐递“整顿财政说帖四条”，或即《财政四纲》。那桐:《那
桐日记》上，第 391 页。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5 页。
参见吴汝纶:《东游丛录》，东京: 日本三省堂书店，明治三十五年，第 1、20、73、77 页;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
第 931—932 页。
《时事要闻》，《大公报》第 459 号，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第三版。
《大学汇闻》，《大公报》第 465 号，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第四版。
京师大学堂编:《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北京: 锦合印字馆，光绪二十九年，第 11 页。
参见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4、935 页。



月十六日早晨，进士馆首次上堂。报载当日情形道: “岩教习、戢教习等上堂演说各种法律大义及进
士义务既毕，次则杉教习、陆教习上堂演说理财大义及入学义务，再次则章教习上堂演说一切，侃侃而
谈，旁若无人，尤得演说三昧。各进士员既闻各段演说，颇生感情。”①此段记述中唯有“戢教习”是一
新面孔。他就是戢翼翚。据《大公报》是年九月报道:“学务大臣奏请赏给章宗祥、陆宗舆、张奎、戢翼
翚进士出身，尚未奉旨。按四员为日本留学卒业生，现任大学堂进士馆各科教习。”②此外，光绪三十
一年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后，带领引见单内，戢翼翚履历中恰有“现充进士馆教习”的记录。③

进而言之，戢翼翚来任教习，很可能源于章宗祥的引荐。戢翼翚、章宗祥同为早期留日生，在东合
办《译书汇编》时即已熟识。其后戢翼翚回上海开作新社，并办《大陆报》。作新社组织编译一部多卷
本《政法类典》，其中各译本多未署名，而“政治之部”中的《国法学》却署名收入章宗祥的译本。④ 事
实上，据沈家本的序文，此书的组织者正是戢翼翚和章宗祥二人。⑤ 可见二人此时关系颇深。更值得
注意的是，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严修在日记中写道: “七时起，章仲和、戢元成同来访……十一
时出门，答拜章、戢二君，不遇。”⑥此时进士馆即将开馆，章宗祥、戢翼翚( 戢元成) 一起在天津拜访严
修，很可能随后又一同入京。
与戢翼翚同时入馆的是张奎。光绪二十九年，张奎自东京帝大工科毕业回国后，与金邦平等“北

洋出身”的留学生，一起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留在北洋供职。张奎即在天津工艺学堂办理学务。⑦ 进士
馆筹备开馆，课程设置中虽以法政、财商为主，但也有理化科目，因此，工科出身且与大学堂颇有渊源
的张奎，便成了学务大臣调聘的理想人选。
比戢翼翚、张奎稍晚入馆的是林棨。林棨于光绪三十年回国，系当时中国留学早稻田大学中为数

不多的正式毕业生之一。⑧ 次年夏天，他也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履历中亦有“现充进士馆教
习”之语。⑨ 引见后，赐举人，以知县分省补用，经吏部掣签分发陕西。而学务大臣奏称:“该员现充进
士馆教习，授课精勤，学员翕服，拟请仍留该馆充当教习。”瑏瑠林棨遂仍在馆任教。光绪三十二年，进士
馆教务提调华学澜去世，林棨署理教务提调。瑏瑡 其后进士馆改作京师法政学堂，林棨升任教务长。迨
至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林棨又署理法科大学监督。宣统二年( 1910) 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
士两馆办学人员，称他“在事已满五年”，因奖以“异常劳绩”。瑏瑢

另外两位教习是曹汝霖和钱承 。光绪三十一年夏，他们与陆宗舆、戢翼翚、林棨等人一同参加
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但任进士馆教习则稍晚。带领引见单内，曹汝霖、钱承 二人的履历中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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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馆纪闻》，《大公报》第 694 号，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九日，第三版。
《奏请赏给进士》，《大公报》第 839 号，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七日，第二版。
参见张百熙 等:《学务大臣张百熙等呈出洋毕业考试一二等学生带领引见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下称“一档
馆”) 藏《录副奏折》，档号: 03 － 7224 － 074。
参见《政法类典( 乙) ·政治之部》，上海: 作新社，光绪二十九年铅印本。
参见沈家本:《政法类典序》，见《历代刑法考》( 四) ，北京: 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242 页。另据实藤惠秀的说法，
此书的编辑除戢翼翚、章宗祥外，尚有日人马岛渡和宫地贯道。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
启彦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01 页。
严修:《严修日记》( 二)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188 页。
参见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999—1000 页。
参见《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卒业生》，《大公报》第 1117 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九日，第三版。
参见张百熙 等:《学务大臣张百熙等呈出洋毕业考试一二等学生带领引见单》，“一档馆”藏《录副奏折》，档号:
03 － 7224 － 074。
《学务处奏请留林棨任进士馆教习片》(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见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
大学堂档案选编》，第 287 页。
参见《署理提调》，《大公报》第 1463 号，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第四版。
参见《会奏任学进士两馆办学员请奖折( 并单) 》，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北京大学史料》第 1 卷( 1898—
1911) ，第 315—316 页。



林棨都有“当差一年”的记录，但尚无“现充进士馆教习”之字样。① 而是年六月初五日的《大公报》
中，却已披露了二人教习的身份。② 迨至七月十五日，张亨嘉的奏折中已明确称钱承 为进士馆教
习。③ 因此，似可断定曹汝霖、钱承 二人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间入馆。章宗祥与曹汝霖的密切关系
为人所熟知，曹汝霖“初至北京”，即住章宗祥家。④ 与曹汝霖相比，钱承 在进士馆任教更久，后来进
士馆改设京师法政学堂，他续任教习。所以，宣统二年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出力人员
时，钱承 与二位“资深”教习陆宗舆、章宗祥均以“在事已满三年”，获得了“寻常劳绩”之褒奖。⑤

至此，诸位留学生教习( 他们的经历和任教情况，参见附表 1) ，终于汇聚到了京师大学堂进士馆。

二、“教习非师”: 留学生的尴尬身份

科举时代，尤重尊师，天地君亲师并列，师的地位甚高。对于士子来说，“师”大抵分为受业师、问
业师、书院肄业师和受知师，前三者皆亲炙教诲，受知师则系士子历次参加科举考试中赏识拔擢自己
的考官，受知者，谓有知遇之恩。师生关系在人际关系网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人们普遍重视。
京师大学堂重建伊始，仕学馆学员对留学生教习以门生自居，类于书院肄业师。然而，进士馆开

课，留学生登上讲堂，却遭遇到了“教习非师”的窘境。在自视甚高的进士学员眼中，教习不过是新自
外洋毕业的留学生而已，虽然实际授课并考成，毫无疑问做着老师的工作，但学员平日并不认他们为

“老师”。教员章宗祥称:“馆中监督、提调，都为翰林先辈，循例认为老师; 至于一般教员，除外国人不
能不优崇外，中国教员，不过新自外洋毕业，犹属一介布衣，学员往往自称学员，而对称教员，以示与寻

常师弟有别，非若仕学馆学员之谦逊，自始即以门生自居也。”⑥学员郭则澐谓:“教员学员不叙师生，其
称学员曰某某君，或曰诸君。”⑦可见，在进士馆中，留学生教员与进士学员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教习非
师”⑧关系。
其实，进士馆刚开馆时，亦如大学堂其他学馆一般，授课者称“教习”、听课者称“学生”。然而，

“学生不服教习”，在进士们的压力下，馆内很快作出调整，“将教习改称教员，学生改称学员，以明不
敢当师生之称”。⑨ 百年之后，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这种“改称”无甚区别，甚至不无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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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张百熙 等:《学务大臣张百熙等呈出洋毕业考试一二等学生带领引见单》，“一档馆”藏《录副奏折》，档号:
03 － 7224 － 074。
参见《电传东洋留学毕业生殿试全榜》，《大公报》第 1084 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第三版。
参见张亨嘉:《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奏请留章宗祥等在馆授课片》(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见北京大学、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 281 页。
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 37 页。
参见《会奏仕学进士两馆办学各员请奖折( 并单) 》，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 1 卷( 1898—
1911) ，第 315—316 页。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8 页。“犹属一介布衣”云云，容有夸大，因为诸教习中四位已有廪贡、诸生功
名，章宗祥此处意在说明教员、学员功名地位之悬殊，确系实情。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曹汝霖一则称自己做进士
学员的教员，战战兢兢，再则谓“他们到底有传统尊师的观念，对于教员执礼很恭，即对助教，亦称老师”。或许可
以解释如下: 首先，不排除某些学员谦恭一些，对留学生教员也称老师。但毫无疑问，不少进士确是不对教习叙师
生。曹汝霖就明说徐谦“傲慢无礼，对我尤甚”。另外，曹汝霖入馆已在 1905 年夏天，科举学堂形势的此消彼长较
前一年更甚。曹汝霖诸人也通过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分别获得了进士、举人功名，授职做官，地位已大为提高。
同时，不少“强势”学员此前已被“调赴”出洋，因而进士馆内的“师生”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参见曹汝霖:《曹
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37 页。
孑厂( 郭则澐) :《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见《科举概咏》，《中和月刊》1940 年第 11 期，第 51 页。
林纾:《畏庐琐记》“教习非师”条，见《近代笔记大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 92页。
《学生不服教习》，《大公报》第 712 号，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七日，第三版; 《进士馆之风潮》，《大陆报》光绪三十年
第四号，“时事批评”部分。



不过，须知“教习”之名与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吉士”一职相关，教习庶吉士由翰林前辈任之，新点翰
林肄业庶常馆中，例认教习为师。而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之设，正是取翰林院庶常馆而代之，那些在进
士馆肄业的翰林们对此中深意洞若观火。因此，称“教习”无异是认“老师”，这是学员期期以为不可
的。进士学员不愿认留学生教习为师，原因颇多。
首先，从年龄来看，1905 年时，7 位教员 25 岁—31 岁不等，比大多数学员要小，与少数学员年龄

相仿。①其次，与年龄相关的是辈分问题，竟有教员的长辈身处学员之中。章宗祥谓:“新进士某君，为
余族长亲，科举时代，余兄( 引者注: 章宗元) 曾从之学八股，是时余尚未入学; 数年以后，乃从余听

讲。”此外，宗祥族叔章祖申，与其同年考中秀才，“今亦在新进士之列”。②再次，从科举功名来看，7 人
中 4 人有廪贡、廪生、附生等低级功名，与翰林、进士相比不啻天壤。彼时虽科举渐衰，游学正兴，但科
举尚未立停，且习惯殊难顿改，社会仍甚重之，则进士学员看不起无甚功名的教员自可想象。复次，从
社会地位来看，诸教员系聘用关系，学堂之外仍是留学生身份，而进士学员无疑已在官员之列。双方
地位高低有别。③开馆不久，学员与教员颇生冲突。《大陆报》评论曰: “嘻! 谈何容易中一进士。今
助教诸公中有茂才者，有布衣者，与进士有仙凡之别，而欲师之，何不自量乃尔。”④《警钟日报》短评
称:“张( 奎) 以一留学生，位在诸生下，而高坐指画，俨然为之师，宜其积不能平，而吹毛索瘢，以图一
报者矣。”⑤此类报刊均由留学生主办，倾向性很强。两篇评论的用意，均在讥讽进士学员。但“名
位”低者欲做“名位”高者之师，确实点出了进士馆内留学生教员身份尴尬的症结所在。最后，从学问
来讲，中学方面，学员中“旧时有文名，在乡里称宿儒者，亦不乏其人”，⑥诸教员自是无法望其项背;
即西学方面，时代在变，科举已改，此辈学员系考策论者，对西学也多少有所涉猎，且有一批学员，进士

及第前，或在新式学堂任教，或在京师大学堂肄业，知识结构早已部分更新。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
令年龄大，甚至辈分高，“名位”在上的学员，以门生自居，称年纪轻轻的留学生教员为师，以普通人情
论，实在也叫不出口。

① 张仲礼根据 1835 年、1868 年、1894 年 3 次会试的《会试同年齿录》，估算出 3 次进士及第时的平均年龄分别约为
36、34、33 岁。从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齿录记载来看，平均年龄似略小一些。不过，考虑到科举考试中，士子往往
将年龄填小，则 7 位教习比大多数学员年龄小自是肯定的。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8 年，第 100 页。

②⑥⑦⑩瑏瑡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8 页。
③ 迨至 1905 年夏天，诸教习通过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获得进士、举人功名，授职做官，地位顿增，则可能略有变化。
④ 《进士馆之风潮》，《大陆报》光绪三十年第四号，“时事批评”部分。
⑤ 《教习之资格》，《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四日，第一版。
⑧⑨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37—38 页。

教员身处此境，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学员不无钦服，甚至有战战兢兢之感。章宗祥对
学有根柢的进士颇为夸赞:“其笔记之扼要完善，足令讲演者满意，盖由于旧学素优，故不难融会贯通
也。”⑦曹汝霖坦言:“进士馆学员，都是新科进士，亦有翰林，年岁比我大，学问比我高，当这班学员的
教员，真有战战兢兢之感。”⑧然而，另一方面，亦有年少气盛的一面。章宗祥、曹汝霖等人曾是留学生
领袖，此时归国任教，自信学有新知识，有传播“文明”的“傲慢”，既做着老师的工作，却遭遇“教习非
师”的窘境，自然不肯甘心。他们对称谓问题相当敏感，定要争得老师的“名分”。据曹汝霖回忆，徐
谦对教习傲慢无礼，对他尤甚。曹汝霖不堪忍受，遂向监督张亨嘉请辞。张亨嘉为此特意宴请各教员
及徐谦，席间大谈尊师之道，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才算了事。⑨另据章宗
祥自述，某次刑法考试已毕，他正在阅卷中，徐谦忽致函论驳，函首称他为“仁兄”。章宗祥认为，“与
试者场后申论于例未合，且函首称谓直书‘仁兄’，非对于教员之礼”，⑩结果，将徐谦的试卷“交教务
提调，注明事由，不予分数”。瑏瑡后经管学大臣调停，徐谦取销前函，方才了事。徐谦认为他与宗祥的族
叔章祖申为同年，因此可与宗祥叙年谊。而章宗祥认为，若讲旧礼，自己应称徐谦年伯，但徐谦在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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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不应以他谊消除“师礼”。又有某教员以某学员书法佳，“请其书联，上款亦书‘仁兄’”，结果教
员“展阅一过，即撕弃之”。章宗祥称，该教员的做法与他“皆同一心理也”。①

那么，到底是什么心理呢? 章宗祥透露道:“吾辈当时并非有硁硁自傲之意，不过以新进士对于监
督、提调辄口称老师，而对于实际授课并考成之教员，则靳其称谓，是以不能不争。”②表面看来，这似乎
是在争意气，但对于受到轻视、处境不妙的留学生来说，即是争地位。为了立足，恐不得不争。
进士馆“教习非师”的特殊现象，自然与教员、学员的特殊性分不开。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时京

师其他学堂中似乎也有此风。历任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纾称:“前清以翰林前辈为庶吉士
后辈教习，不知所教何书，然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至晚清学堂林立，通西文、东文、中文者，受薪开讲，
亦名为教习。学生则曰:是奴隶也。稍不当意，则噪逐之。不惟不视为师，且欲预通题目，多与分数，方
能保其旦晚两餐。余为教习十一年于京师，抗健不服气，而学生亦稍相往来，间有一二倒戈者，然尚非噪
逐者比。余尝笑曰:吾苟不教与习相远者，彼亦无奈我何也。”③话以诙谐出之，或不无夸张，然科举学堂
过渡时代，情势变迁，师礼渐衰，晚清京师学堂教习收入虽高，但并不易做的态势，却是大致不差的。④

①②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8 页。
③ 林纾:《畏庐琐记》“教习非师”条，见《近代笔记大观》，第 92—93 页。
④ 金梁亦谓:“古重师生，自改学制，无复师生之礼。大学初立，诸生尚循谨，尊教职员为先生，而自称学生，其署受业
者，不多见也。”金梁系甲辰科进士，亦在进士馆肄业，后曾任职京师大学堂。“大学初立，诸生尚循谨”云云，似知
后来诸生渐出范围。参见金梁:《光宣小记》“大学师生”条，1933 年，第 65 页。

⑤ 汪向荣:《日本教习》，北京: 三联书店，1988 年，第 108 页。
⑥ 参见《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光绪二十九年刻本，第 14—15 页;《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录》，光绪三十年刻
本，第 13—14 页。

⑦ 参见《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年齿录》光绪二十九年刻本、《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光绪三十年刻
本，诸人履历。

⑧ 《进士递禀》，《大公报》第 615 号，光绪三十年正月廿九日，第三版。
⑨ 温肃:《清温侍御毅夫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9 页。
⑩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7—938 页。

在“升沉倒置”的转型时代，进士馆内，教员既是年轻望浅的留日学生，学员又是为人尊崇的科举
精英，学员不认教员为师，而教员对老师的名分又十分在意，这就为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加以学
堂教育初期，传授“新知”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教员在馆内外遭遇颇多挑战。

三、为“师”不易: 传授“新知”挑战重重

从表 1 看，7 位教习大都先在国内学堂接受教育，随后留日，历中学而入大学; 留学年限多在 4 年
以上，其中 5 位确定得有大学正式文凭。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水平绝非后日只学一年半载的速
成生可望其项背，“由他们担任翻译，教学的质量当然不成问题”，⑤即单独所任课程，也均系各自擅
长的科目。从 1904—1905 年国内学堂教育的实际来看，进士馆的师资配置绝对算是上乘。
然而，进士学员中学皆有根柢，西学亦开始涉猎，眼光很是挑剔。光绪二十七年科举改制后，策题

部分已涉及教育、法政、财商、交涉等。⑥虽然层次尚低，且各人水平参差不齐，但这辈进士已多少具有
了若干“新学”知识。而一些人在进士及第之前，已有任教新式学堂的经历。比如，邵章任教杭州府
中学堂，楼思诰任教浙江高等学堂，雷恒任教江南三江师范学堂。此外，卓宝谋、郭寿清等人中进士之
前，本已在京师大学堂肄业有年。⑦

与此同时，不少新科进士对入馆肄业一事，颇为抵拒。开馆前 3 个月，即“传闻有某进士纠同年
数人，递禀学务大臣，不愿入进士馆肄业”。⑧癸卯科庶吉士温肃，明言自己“不愿就进士馆学”。⑨然
而，进士入学系奉特旨，功令所在，“关系将来出身，不能不勉强服从”。⑩但是，既高中进士，甚至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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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正志得意满，却又要舍旧从新，重做学生，殊非人情所堪。因此，不少新进士实在是怀着怨气入
馆的。既入馆做“学生”; 而“老师”竟又是新自外洋回来的“二三少年”，不平之气可想而知。因此，
教员自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留学生首先遭遇的挑战是，如何尽量少用日本名词和日本语法。诸教员学的是“日本新学”，概

念名词转手过来，未必有恰当的对应汉语，况且替日本教习口译，则讲课中难免带入大量日本名词，而

所编讲义，容或夹杂日本语法。法政教育起初阶段，这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数年后，中国以
日本法律为蓝图，大规模移植修律的时候，东洋名词仍是一大困惑。修改《民事诉讼律》的汪荣宝在
1910 年 4 月 29 日日记中记道:“以《民诉律》内所用术语多承袭东人名词，思酌量改易。阅渡部万藏
《法律大辞典》及上野贞正《法律辞典》，并参考英字，翻检《经籍纂诂》，反覆斟酌，卒不能一一得确译
之字，始叹制作之难。”①然而，虽说此时日本新名词似不可免，但不少科举精英至少从情感上，对此颇
生反感。张之洞虽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号召留学日本，不过，据多种材料记载，张之洞本人最厌恶东
洋新名词。②进士馆学员中反感日本新名词者，则更不乏人。地理、化学教习张奎“好用日本名词”，
“讲义中间有参用日本文法”，③就颇招不满。
留学生面临的更大挑战，还在讲授内容和知识水准方面。如附表 1 所列，进士馆确定开设过的课

程有: 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商法、经济理财诸学、外国地理等，算学、东文等作为随意科也均开
设过。物理、化学诸科，据《奏定进士馆章程》，亦在必修之列。不过，很可能在学员的抗议之下，理化
课程后来取消了。郭则澐谓:“馆以法政为主，而加入物理、化学为必修科，甚不合也。同人力争，始
罢之。”④至于中国历史、地理，开课不久就有了变化，《大公报》报道曰: 进士馆“新添历史、舆地札记
二门，盖因进士学员于此二学科研究有素，教员一时难聘，故改为自行札记，每月以十篇为合格”。⑤

① 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482 页。
② 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中) ，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第 523 页;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 133 页; 曹汝霖: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61 页。张之洞不喜“手续”、“取缔”等名词，谓是外国语，更不喜“公民”字样，定要改为
“选民”。

③ 《教习之资格》，《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四日，第一版;《进士馆之风波》，《时报》，第 3 号，1904 年 6 月 14
日，第三版上。

④ 孑厂( 郭则澐) :《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见《科举概咏》，第 51 页。
⑤ 《添设科学》，《大公报》第 708 号，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三日，第三版。
⑥⑦ 《进士学员上书》，《大公报》第 701 号，光绪三十年四月廿六日，第三—四版。
⑧ 参见《进士风潮后闻》，《大公报》第 704 号，光绪三十年四月廿九日，第三版。
⑨ 参见邵章:《倬盦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193)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 63—64页。
⑩ 孑厂( 郭则澐) :《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见《科举概咏》，第 51 页。

事实上，中国地理起初由张奎讲授，但很快停罢，充分显示出部分学员对教员知识水准的质疑。
张奎“讲解地理之时，先就其浅近条目徐为演说，于第二课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
危险，以示讲解地理之宗旨”。⑥不料演讲未终，学员邵章“拍案倔起，怒叱曰: 此等浅浅讲义，泛泛空
论，吾辈既中进士，摇笔即来，岂有不解而尚烦汝言。汝置高深而不言，汝不称职，汝请罢席”。⑦随
后，众学员哄堂。张奎辞职不干，经监督、教员等人坚留，始收回辞呈，但辞去了地理课一席。⑧

邵章字伯 ，浙江仁和人，1872 年生，乃邵懿辰之孙，硕学名儒之后，才气横溢。自 1897 年以来，
历任浙江蚕学馆馆正，养正书塾塾正，杭州中学堂监督。⑨其办新式教育，可谓资历颇深，同时，他比进
士馆所有留学生教员都大。以他这种背景，在进士馆做“学生”，其不服甚至鄙夷年轻的教员，便丝毫
也不奇怪。张奎初登进士馆讲堂，“邃于学而讷于言”，难保上课效果不甚佳，且其所授之地理，进士
多研究有素，不比章宗祥、曹汝霖、钱承 等人所授的刑法、诉讼法、商法之类，进士相对陌生，以故更
易贻浅显空泛之讥。类似的哄堂之事并非仅见。郭则澐称: “教员某讲生理学，谓人身如炉，其进食
如添炭，因大画火炉于板，同人为之哄堂，且揶揄之，因惭而谢去。”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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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既不认教员为师，又对教员的讲授，大不以为然，以致“每日上堂，多所驳诘，不留余地”，使
得诸教员“皆欲告退”。①郭则澐后来赋诗曰:“疥骆当时难就勒。秃鹙几辈怯登台。”诗注云:“翰林向
有疥骆驼之目，馆中教员皆留日学生，多未留发，目为秃鹙，每授课有所问难，辄至词穷。”②该诗状学
员与教员极肖。“难就勒”的翰林学员着实强势，不仅视“教习非师”，更将教员目为“秃鹙”，问难驳
诘，令人不堪。因此，教员为“师”不易，真不免要“怯登台”了。
需要强调的是，留学生遭遇的挑战不仅来自馆内学员，更有来自朝中批评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

三日，御史张元奇附片上奏，请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③片内一则谓“进士馆教员多在洋毕业之留学
生，年轻望浅，不能镇服”，④再则谓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学员皆有鄙夷不屑之意”，
甚至词连学务大臣，称其“择师不精，糜费无益”，故“请饬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俾收实效”。⑤

与此同时，学员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欲使西学淹通且资望允孚的严复出任进士馆总教习。六月
廿二日，严复在致熊季廉的私函中透露出重要信息:“昨京中来信，有云新进士拟合词公禀学部，以复
为该馆总教习。然京中忌复者最多，恐其事未必遂济。”⑥后来果然“未必遂济”。
张元奇这道封奏虽然很可能意在批评学务大臣用人不当，且有为同乡好友严复入掌进士馆张目

的深意。但是，文中提到的“年轻望浅，不能镇服”、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却是对教员的致
命批评。“年轻望浅”自不待言，至于“讲义问题”尚可稍作申论。
首先，大学堂开课之初，既无教材，参考书亦少，故教习的讲义就最为重要。中国教习的讲义“先

由教习编示大纲，上堂时详细解说，学员笔记之”，日本教习的讲义“由助教译演，学员整理笔记”。⑦

后来，经过整理，京师大学堂陆续铅印了一批教习讲义，其中就包括杉荣三郎的《经济学》和《经济各
论》。⑧可惜，尚未见到留学生教习所编之讲义。不过，据章宗祥回忆，自编讲义颇不容易。他说:“余所
担钟点，每星期十小时，自讲刑法四小时，为岩谷译讲民法六小时。译讲先期预备，不甚费力; 至自讲之
刑法，参考各种书籍，悉心编订，每一小时之讲义，预备时间须费至三四小时，尚未敢自信为确当。”⑨

① 《进士馆之风潮》，《大陆报》光绪三十年第四号，“时事批评”部分;《学生不服教习》，《大公报》第 712 号，光绪三
十年五月初七日，第三版。

② 孑厂( 郭则澐) :《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见《科举概咏》，第 51—52 页。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三十)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7 页。
④ 《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折并清单》，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 1卷( 1898—1911) ，第 157页。
⑤ 陈宝琛 等:《德宗景皇帝实录》( 八) ，光绪三十年六月，北京: 中华书局，1987 年，第 83 页。
⑥ 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52 页。此信无年份，编者系于 1904 年，
甚是。此时学部尚未成立，“学部”云云，系当时人对学务处的别称。当时报刊亦常称学务处为学部。

⑦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6 页。
⑧ 该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⑨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7 页。

其次，张元奇批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似应结合教员所任课程的特点来理解。
以章宗祥所任课程来讲，岩谷孙藏讲民法，他做助教翻译，又亲自讲授刑法。岩谷孙藏系日人，章宗祥
又在日本学的法政，则其所讲自以日本民法、刑法为归，而当时日本法律又以学习法、德等国为多。法
学较落后国家学习借鉴法学较发达国家，在法学教育中常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比如，对于某一问
题的探讨，常常先胪列甲国如何规定，乙国如何规定，丙国、丁国等等，然后讲自己应该或学甲，或学
乙，或兼容，或损益。至今国内法学教育亦然。于是，这种“说东道西”的讲义，在进士们看来，自不免
“东涂西抹”之嫌和“粗浅陋略”之讥了。

余 论

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汇聚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卒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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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在这个科
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的差异与错位，他们切身感受了
“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柢的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
义的编写，对留学生教习而言皆非易事。因此，留学生在进士馆传授“新知”的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常
常遭到批评甚至嘲讽。
然而，形势比人强，自从张百熙 1902 年春集体辞退了以丁韪良为首的西方教习后，京师大学堂已

开始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① 此时，京师大学堂由日本
教习主导，②进士馆亦以日本法政为宗。所以，馆内离不开这些既通日语，又懂法政、理财诸科的留学
生。一旦学员与教员冲突，学堂方面必然想方设法加以调解; 教员一旦因此提出辞呈，或有事欲他就，
当局也会真心挽留。另一方面，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进，新政人才显得日益短缺，像章宗祥等留洋学生
身价顿增: 考察政治大臣争相调用，地方督抚也闻名奏调，新政衙门则陆续奏留。事实上，这些资历浅
显的留学生在后来修改法律、推广工商，以及推动立宪等新政活动中果然大显身手。③ 留学生的时代
到来了，科举进士再也抵挡不住了，甚至他们也联翩出洋，加入到留学和考察的行列之中。有意思的
是，那些新科进士虽然在情感上乃至行动上，曾对“诏开进士馆”有过抵拒，然而，后来的历史表明，癸
卯、甲辰两科进士中，在清末民初历史上的各界闻人，多是那些毕业于进士馆，或者先在进士馆肄业，
随后由馆资派出洋游学的人士。他们完成了知识更新，面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既怀“旧学”，
又握“新知”，成为特殊的一代。

附表 1 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留学生教习题名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年龄功名

国内学堂
教育背景

留学经历 入馆时间 担任科目

陆宗舆
( 闰生)

浙江
海宁

30 附生 湖 北 自 强
学堂、农务
学堂

1899 年自费留日，肄业早稻
田专修科( 1901)

1902 年仕学馆教习，1904
年 5 月改任进士馆教习( 仕
学馆归入，仍分馆授课)

为杉荣三郎
译授财政

章宗祥
( 仲和)

浙江
乌程

27 廪贡 上 海 南 洋
公学

1898 年冬南洋公学资派留
日，历日华学堂、东京第一
高等学校、东京帝大法科，
获选科文凭( 1903 夏)

1903 年秋仕学馆教习，1904
年 5 月改任进士馆教习

主讲刑 法，
并为岩谷孙
藏译授民法

戢翼翚
( 元丞)

湖北
房县

30 1896 年总理衙门选送留日，
先入亦乐书院，后于东京专
门学校( 早稻田大学前身)
毕业( 约 1901)

1904 年 5 月 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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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郭卫东:《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1 期; 郭卫东:《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辞
退洋教习事件》，《福建论坛》2009 年第 6 期。
史学教习陈黻宸在家书中怒称:“日人名服部宇之吉，权力甚大，全学堂事务均在他掌握，监督、提调但画诺耳!”
此系陈黻宸与日本教习争吵后之言，容或稍有夸张，但日人主导京师大学堂则系实情。陈黻宸:《致醉石弟书第
三二》( 1904 年 4 月下旬) ，见《陈黻宸集》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067 页。
清末新政中，“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称为“四金刚”的汪荣宝、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进士馆留学生教习中
便占其三。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62 页。钱承 、林棨等人虽略逊色，实也参与了不少新政活动。



( 续附表 1)

姓名
字号
籍贯 年龄功名

国内学堂
教育背景

留学经历 入馆时间 担任科目

张奎
( 星五)

江苏
上海

27 北 洋 二 等
学堂

1899 年春北洋资派留日，历
日华学堂、东京帝大工科，
获选科文凭( 1903 夏)

1904 年 5 月 地理、化学

林棨
( 肖旭)

福建
侯官

25 福 州 东 文
学堂

1899 年冬福州东文学堂资
派留日，历东京同文书院，
早稻田大学邦语政治科，获
优等文凭( 1904 夏)

约 1904 年冬—1905 年春 国际法

钱承
( 念慈)

浙江
仁和

31 廪生 杭 州 求 是
书院

1898 年初夏浙江巡抚资派
留日，历日华学堂、东京第
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大法
科，获选科文凭、全科文凭
( 1904 夏)

1905 年 6 月 商法等

曹汝霖
( 润田)

江苏
上海

30 附生 两 等 学 堂
( 经元善所
设) ，湖 北
铁路学堂

1900秋自费留日，历早稻田
专门学校( 似即东京专门学
校) ，东京法学院( 中央大学
前身) ，获全科文凭( 1904夏)

1905 年 6 月
主 讲 诉 讼
法，翻译外
国地理

说明:“年龄”均为 1905 年夏时。
资料来源: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 二) ，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 624、636、698、730、731 页; 陆宗舆:《五十自

述记》，第 1—3页;张百熙 等:《学务大臣张百熙等呈出洋毕业考试一二等学生带领引见单》，“一档馆”藏《录副奏折》，
档号: 03 －7224 －074; 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第 934—938 页; 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 中) ，第 999—
1000页;《大公报》第 839号，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七日，第二版;《大公报》第 1039 号，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第三版;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第 1、16 页;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 中国，1898—1912》，李仲贤
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6、74 页;《大公报》第 1117 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九日，第三版;《大公报》第
1128 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第四版;《大公报》第 1131 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三，第三版; 《大公报》第 1084
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第三版; 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2—23、55—56
页;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9、10、13、17、37 页; 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北: 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1962 年，第 1、2、6 页。

( 责任编辑: 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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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n Mr． Zhu Guangqians Beauty Is the Unific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On Huang Yingquans Interrelated
Comments Zhu Zhirong

In Zhu Guangqians late period，in the environment of self-examination and criticism，as well as contention and criticism，he
asked the proposition that Beauty is the unification of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explicitly，which wa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rior-
period viewpoint，had some new development，and took more emphasis on the generation of aesthetic activities． Aesthetic activities
are different from cognitive activities． But as a science，there is nothing wrong that aesthetics can still b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epistemology，and divided into subject and object in aesthetic area． Although Zhu Guangqian compromised to prevalent cus-
tom with the image to replace the figure of the past，he was still beyond the error of epistemology，especially dogmatism，and em-
phasiz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bjective physical images and material entities，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reativity of aesthetic

activities as in the past． It was wrong that Mr． Huang Yingquan denied the objective factors of beauty because of Zhu Guangqians
emphasis on that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need to be unified in the heart of man，just as denying the baby contained the

genes of the father for it conceived in the womb of the mother． We should take up Zhu Guangqians Beauty is the unification of objec-
tivity and subjectivity，interpret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y as a blend of object and subject of image further．

On Zhu Guangqians Ideas of Aesthetics and the Great Debate of Aesthetics———Reply to the Letter from the Editorial Of-
fice of the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Zeng Fanren

To see it in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ism，it is obvious that the Great Debate of Aesthetics in 1950s was of a nature of political

struggle against idealism．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unit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was idealist at first，and then
experienced a self-adjusting by means of Marxism learning． He has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raming of the methodology of aesthet-
ics，the theory of Jingjie ( mental scene) ，and translation． And his integrity of truth in the debate is worthy of praise． The populari-
zation of Marxism has been strengthened，and aesthetics has become a big interest for academics in the debate; however，it is of o-
ver-politicalization，and makes Chinese aesthetics apart from the current of world aesthetics，and treats some intricate problems with
over-simplification．

The Method of Dual Evidence and Rethinking of Ancient Books Liang Tao，Bai Lichao
In Chines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the Yigu School and the Shigu School proved their views with the same excavated docu-

ments，affected by the type of excavated documents，For the first time，many famous Yigu academic suspect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corded history by the ancient books，so they considered most of Chinese classics was Pseudographs ，but the view of Shigu ac-
ademic is direct opposite of the view of Yigu School． Be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excavated documents related to
ancient books since the 1970s，academia began to realize the whole complexity of the evolvement and circulation of ancient books．
But the Yigu School and the Shigu School still insisted on their own views，and argue their self-views with the new excavated docu-
ments． In fact，we should combine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classical documents ，and then research the general rules of ancient
books． On this basis ，we can realize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the ancient book ，not simply limited to the true or false．

Teachers? Students? Japan-educated Students as Teachers in Jinshiguan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Han Ce
At the beginning of Xinzheng Reforms during the Late Qing，the traditional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revised and the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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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ities were seeking to establish a new school system． At this time，several outstanding Japan-educated students were employed by
Peking University． They taught new knowledge ( law，economics，business and so on) to the new Jinshi，who had just passed the
highest level civil examination． Such dramatic phenomenon was a truly reflection of changes of the times that traditional civil exami-
nation system continued to decline and the rise of new educational system and studying abroad． However，it was far from easy when
teaching in Jinshi Guan． Those teachers———Japan-educated students——— quickly found that it was absolutely an awkward position
when they were not recognized as teachers by Jinshi students，because of age，civil examination degree，status，knowledge and tra-
ditional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asons． In addition，during the start period of new school system in Chi-
na，it seemed inevitable that those young teachers had faced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introd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Japanese con-
cept and grammar，the settings and lectures of the course contents and handouts preparation．

Walk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Old and New: Studies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
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Tsinghua College Ouyang Junxi

Tsinghua College devote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teaching of western culture while looked down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hats more，it boycotted the New Literatur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focused on teaching method but not contents，which showed a conservative st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sing-
hua College began to lay equal stress on western culture courses and Chinese culture courses． Its attitude to the New Literature also
changed from repulsion to assimilation even acceptance．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nged from
reform for use to reform for culture． Being neither running after the New Literature nor sticking to old ways，Tsinghua College walked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old and new，which led to a new road of fus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
tures．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howed a uniqu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dea differ-
entiated from that of the new culture advocates．

Evolu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Yu Shiyi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rejuvenated largely by life science，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volution was put forth

by Charles Darwin，which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as a unifying theory for life science． Its influence is not only seen in the e-
mergence of evolutionary biology，evolutionary psychology，evolutionary sociology and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but also has spil-
led into the humanities． Literary Darwinism is an exampl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will investigate the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of literary Darwinism and discuss its major claims and impact o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new century．

Betwee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Mountains: The Experiences of Xie Lingyuns Public Life and Retirement from the
Eastern Jin to Liu-Song Dynasties Wu Guanwen，Chen Wenbin

Xie Lingyun，the last Wei Jin illustrious elite records in Shishuoxinyu (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since lived in
an anti-aristocratic era，his experiences，mentality progress，and literary works have given rise to a lot of controversies from his life-
time till now． If only we were to fully consider the transitional history from the Eastern Jin to the Liu-Song dynasties，Xie Lingyun

familys circumstances toward the Eastern Jins end and Xie Lingyuns talents． We would better comprehend Xie Lingyun． Moreo-
ver，such comprehension will give us deeper insight of the Wei Jin debonair manner ( fengliu) as well as the thought and literary
creations from the Eastern Jin and to the Southern Dynasties．

Existentialism Deep in the Scar: A View of the Short Stories in Today Magazine( 1978 －1980) Ya Siming
Today( Today Magazine) was not only the first coterie magazine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in P． R． China after the Liberation，

but also the magazine of Existentialism，which established the time dimension of living at the moment． A discussion of Today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recognition of its poetry achievemen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Existentialism emb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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